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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变迁与通勤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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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2011年和2014年各两周的上海移动手机信令数

据，通过跟踪分析识别出居住地、就业地发生变迁的居民作

为研究对象，数据可视化、描述性统计、定量对比分析等方法

对同一批变迁居民的通勤行为进行跟踪研究，以此对其中存

在的“自平衡”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研究该变化特征与城

市空间之间所存在的联系。研究表明：总体层面，从平均通

勤距离变化以及过剩通勤率变化方面来看，居民在进行居住

地、就业地变迁时均存在通勤“自平衡”的特征与趋势；个体

层面，原通勤距离越远，通过居住地、就业地变迁以改善自身

通勤关系追求通勤“自平衡”的效果越明显；就业地变迁居民

的通勤“自平衡”特征相较于居住地变迁来说更加显著；空间

集合层面，职住关系较差的居住区、就业区，存在总体的“自

平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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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and Commuting Self⁃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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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residents who have
changed their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through tracking
analysis by the signaling data of shanghai mobile phone in
two weeks of 2011 and 2014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to
track and study the commuting behavior of the same
group of the residents who have changed their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by means of data visualization，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so as to
analyze the "self-balancing"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rban space is further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overall level， from the change of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and over-commuting rate，residen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ommuting "self-
balance" when they change their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farther the
original commuting distance is， the better their
commuting will be through the change of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The more obvious th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pursuit of commuting "self-balance"；The commuting "self-
balanc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in the change of
workplace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in the change of
residence；At the level of spatial aggregation，there is a
general "self-balance" phenomenon in the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areas with poor occupational-residenti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residence； workplace； change；

commuting self-balance；tracking analysis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

等问题，对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居民为追求生活的便利，往往会自发寻求通勤关系

的改善，这样一个过程可视为居民通勤“自平衡”的

表现。居民通勤“自平衡”的基本内涵是居民在主动

或被动的变迁过程中主动寻求通勤时间、通勤距离

等状态改善的行为。研究论证居民在变迁过程中存

在职住“自平衡”特征对于了解规划布局之外职住平

衡的形成机制有一定的研究意义，而探究通勤“自平

衡”行为与城市空间结构及居民变迁行为的关系则

能够更好地了解城市居住就业空间自发形成变化的

过程和特征。

在现有相关文献的总结梳理过程中，可以发现

国内与通勤行为相关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

后与居住就业以及通勤行为相关的研究才开始增

多［1］，对于通勤的研究涉及与职住空间错位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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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3］，与居住区区位的关系［4-7］，与城市空间结构的

关系［8-10］等多种角度。而对城市迁移人群的通勤行

为研究中，单独研究就业地变迁的相关研究较少，目

前国内外学者多为研究迁居人群的通勤行为特征，

发现存在通勤距离、通勤方式、通勤费用等方面的差

异［11-15］。近年来大数据的兴起给很多学科的研究带

来了新的角度与契机，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等大数据

对通勤行为进行研究以国内学者为主，主要涉及通

勤圈的识别、典型就业地通勤特征、通勤与人口空间

分布的联系等方面［16-20］。

总体而言，城市居民的通勤行为变化特征研究对

于更好地了解人的行为演变机制以及城市发展的内

在动力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自平衡”特征的研究是

一个不错的切入点，目前用手机信令数据研究通勤行

为的文献中，缺少对通勤变化特征的总结，且所用的

多是一年的手机信令数据，并没有两个不同年份的手

机信令数据的对比研究，因此利用短时间跨度的手机

信令数据对城市居民的通勤变化特征进行跟踪研究

既是一种创新，也是对现有研究的必要补充。

1 研究目的、数据与方法

1. 1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为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的跟踪分

析，对居住地就业地发生变迁的居民通勤变化呈现出

的“自平衡”现象进行探究与验证，从而更好地理解人

的行为演变机制以及分析城市结构对其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同一运营商 2011年和 2014年手

机用户的跟踪分析，研究了短时间跨度变迁居民的

通勤行为变化，既识别了全市范围内就业地发生变

迁的居民群体，又深入探究了变迁居民在经过短时

间跨度后的通勤“自平衡”变化特征，是对现有手机

信令数据的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尤其是研究方法的

一种的创新和尝试。另外，对于了解规划布局之外

职住平衡的形成机制以及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的自

发形成机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在应用方面，研究结果能够对城市人口变迁所产

生的动态通勤量预测以及在城市规划中更加合理地

调控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等方面提供参考应用的价值。

1. 2 研究对象和数据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上海市域范围内通过手机

信令数据追踪识别出的两年都有稳定居住地以及就

业地且居住地、就业地发生变迁（即 2011年至 2014
年就业地的地理位置改变）的居民人群，共识别出符

合条件的人群551 003人。

人群的识别及筛选都是基于 2011年和 2014年
各两周 14d的数据来进行的。经计算，2011年和

2014年记录到的用户数约为 2 400~2 500万人（六

普上海常住人口2 301万人，上海2014年常住人口2
426万人），2011年以及2014年在14d中至少有7d有
记录的用户数分别占总用户数的73%和68%，说明

两年数据用户的跟踪情况都较为稳定，能够为后续

的分析提供可靠的基础。本研究中使用基站的位置

分布大致代表手机信令数据的位置分布。 由于手

机信令数据是基于SIM卡识别码进行识别，同一用

户更换SIM会被识别为两个样本，因此识别到的两

年都有数据的用户数量会明显小于任意一年识别出

的用户数量以及实际用户数量。

1. 3 分析框架构建

研究整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首先对所识别的

变迁居民（包含居住地变迁与就业地变迁）的通勤特

征进行分析，计算同一人群在不同年份的通勤指标，

通过平均通勤与过剩通勤率两方面指标论证通勤“自

平衡”现象的存在；其次分别从居住变迁居民以及就

业变迁居民两类人群的视角来分析通勤“自平衡”特

征与其原通勤距离的关系，从通勤距离变化和通勤距

离缩短人数占比两方面具体论证原通勤关系越差，自

平衡特征越明显；最后结合城市典型的居住区案例来

对前面所得相关结论进行验证讨论。通过对总体特

征以及分人群特征的分析论证，形成对于上海市居住

地就业地发生变迁的居民通勤变化呈现出的“自平

衡”现象的新认识，为研究全市居民的通勤特征以及

优化城市的职住空间分布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1. 4 数据预处理与研究方法

通过对居家时段凌晨 0am‒6am点内以及工作

时段9am‒5pm每隔0. 5h的手机众数点进行识别，在

连续 10个工作日中，有识别结果的天数大于等于

3d，且最终识别点出现的天数占有识别结果天数的

比值超过 60%或者最终识别点到其他天的识别点

的平均距离小于500m，则认为该点为稳定的居住地

和就业地，识别得到2011年有稳定居住地与稳定就

业地的居民人数为 628万人，2014年有稳定居住地

与稳定就业地的居民人数为751万人。

1. 5 数据可靠性检验

为证明识别数据的质量与可靠性，本文将手机

信令数据的识别结果与上海交通大调查的数据进行

可靠性检验。根据2015年上海第5次综合交通调查

报告，报全市居民的平均出行距离由 200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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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km/次增加至 2014年的 6. 9km·次-1。本次研究

识别出两年都有稳定居住地与工作地且居住地与就

业地不同地且距离大于 500m的上海市通勤居民

2011年的平均通勤距离为 5 479. 99m，2014年的平

均通勤距离为5 528. 08m，相当于第五次综合交通调

查中2014年全市居民6. 9km·次-1的平均出行距离的

80%，较为接近，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且2014年的平

均通勤距离高于 2011年的平均通勤距离也与综合

交通调查中出行距离的变化趋势相符，考虑到手机

数据的不可避免误差以及采用的是点到点的直线通

勤距离要比实际通勤距离小，且综合交通调查数据

中的出行距离不仅仅包括通勤出行，可以认为识别

计算结果是比较可靠的，可以支撑后续的分析研究。

2 整体通勤“自平衡”特征

2. 1 平均通勤距离特征

2. 1. 1 总体变化

分别计算居住地变迁居民以及就业地变迁居民

2011年以及2014年的总体平均通勤距离，得出居住

地变迁居民 2011年的平均通勤距离为 3 228. 40m，

2014年的平均通勤距离为 3 255. 58m，居住地变迁

后平均通勤距离增加了 27. 18m，属于微量增加，另

外计算可以得到居住地变迁后通勤距离减小的居民

人数为 140 144人，占比 40. 7%，而居住地变迁后通

勤距离增大的居民人数为 127 994人，占比 37. 2%，

也就是说居住地变迁后通勤距离减小的人数要多于

通勤距离增大的人数，说明更多的居民在居住地发

生变迁后其通勤距离是减小的，但是由于居住地变

迁其影响因素更复杂，在总体平均通勤距离的变化

上“自平衡”特征表现得不是很明显。

就业地变迁居民 2011年的平均通勤距离为 3
991. 96m，2014年为 3 824. 96m，就业地变迁后平均

通勤距离减小了 167m，平均通勤距离减小明显，另

外计算可得就业地变迁居民变迁后通勤距离缩短人

数为 201 181，占比 43. 3%，就业地变迁居民变迁后

通勤增大人数为 187 217，占比 40. 3%，通勤距离减

小人数要多于通勤距离增大的人数，说明从平均通

勤距离增减这个角度来说，就业地变迁居民的整体

通勤关系是呈现改善的趋势。

2. 1. 2 空间分布变化

分别将居住地变迁居民以及就业地变迁居民

2011年以及 2014年的通勤距离按照街道统计求平

均值，得到居住地变迁居民以及就业地变迁居民各

街道的平均通勤距离变化分布图（图2），从图中可以

发现，居住变迁居民的通勤变化呈现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远郊区街道的平均通勤距离明显降低，居民

偏向找距离就业地点更近的居住点；第二是中心城

外环沿线、近郊区街道的平均通勤距离明显增加，居

民偏向找离就业地点更远的居住点，不过增加值不

会超过 2 000m，形成类似环状圈层。结合前面所分

析的平均通勤距离数值以及通勤距离缩短人数的占

比，我们可以推测，居民进行居住地的迁移目的较为

复杂，其中有较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减小通勤距离、改

善通勤关系而选择迁移居住地，而这部分人群可以

理解为表现为“自平衡”特征的人群。

而就业地变迁居民最主要的特征为 2014年各

街道的平均通勤距离相较于 2011年来说有着一个

整体减小的趋势，228个街道中近 60%的街道平均

通勤距离都呈现减小的特征。且中心城及近郊居民

偏向找离家更近的就业地点，部分远郊居民选择就

近就业，另一部分远郊居民可以接受找离居住点更

图1 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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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就业地点，不过增加值不会超过 5 800m。说明

就业地变迁居民在变迁后整体的通勤关系有整体改

善的特征，可以认为居民在就业地变迁的过程中自

我改善通勤的现象显著，即存在着“自平衡”的特征。

居住地及就业地变迁人群的所表现出的“自平

衡”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中心城区及近

郊职住大体平衡，远郊区偏向于多中心就近集聚平

衡的现状职住关系特征，符合上海一核带多点的多

中心空间结构特点。

2. 2 过剩通勤率

除去直接的平均通勤距离数值变化，职住关系

的变化也是反映居民在变迁前后通勤行为变化的一

个重要表征，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进行就业地变迁

后的职住关系变化，过剩通勤率是基于目前数据特

点较好的选择，用以衡量就业地变迁对于居民职住

关系改善作用的效用。过剩通勤的概念最早来源于

汉密尔顿（Hamilton）所提出的“浪费通勤”，是将城

市实际平均通勤距离与理论最小平均通勤距离进行

比较，它们的差值即为过剩通勤，通常用百分比表

示。理论最小平均通勤距离是基于不考虑居住地与

就业地的差异性，居民能够自由改变居住地以及就

业地，维持原有城市空间结构下的最优通勤状况。

其计算可以通过通勤距离的二元线性矩阵的求得最

小值计算得出居住地变迁以及就业地变迁居民2011
年以及2014年的过剩通勤率，结果如表1、表2所示。

居住地变迁居民 2011年的理论最小平均通勤

距离为 1 080m，过剩通勤率为 66. 5%，2014年的理

论最小平均通勤距离为 1 134m，过剩通勤率为

65. 2%，居住地变迁所带来的过剩通勤率变化值为-

1. 3%。从数值的变化可以认为居住地变迁对于居

民的职住关系改善具有正效用，同时也可以认为居

住地变迁中通勤成本的重要度有了一定的提升，存

在通勤“自平衡”的特征。

2011年就业地变迁居民的理论最小通勤距离为

1 180m，实际通勤距离为 3 992m，过剩通勤率为

70. 4%，而2014年就业地变迁的理论最小通勤距离

为 1 345m，实际通勤距离为 3 825m，过剩通勤率为

64. 8%，2014年相较于 2011年过剩通勤率减小了

5. 6%，反映出就业地变迁对于居民的职住关系改善

具有正效用，或者说通勤成本在居民的就业地变迁

选择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居

民在就业地变迁的过程中自我寻求改善通勤职住关

系的趋势特征明显，可能是因为就业与职住通勤的

关系更加紧密，并且就业地的变迁相较于居住地来

说更加容易，使得人们更加愿意主动去为了减小通

勤、改善职住关系而进行就业地的变迁。

同时可以发现，无论是居住地变迁还是就业地

变迁居民，在发生变迁后，2014年计算得出的理论最

小平均通勤距离都较2011年大，其原因在于理论最

小平均通勤距离是基于当前的居住小区与就业小区

不变的情况下做得出最优解，如果居住地与就业地

分布越散，则理论上最小距离就越大。从前面分析

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就业变迁还是居住地变迁，居

民在变迁后虽然自身实现了“自平衡”过程，但整体

图2 变迁居民分街道平均通勤距离变化

Fig.2 Change of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in sub-streets of residents with residential
change or employmen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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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更散，符合且印证了前文提到的上海呈现一核

多点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点。

3 通勤“自平衡”与原通勤距离的关系

居民原来通勤行为的状态是否会影响变迁居民

的居住地与就业地选择，进而影响居民变迁后的通

勤行为变化，需要进一步论证居民的通勤“自平衡”

与原通勤状态的关系，在这里笔者用居民2011年的

通勤距离作为其原通勤状态的衡量指标。

3. 1 居住变迁居民

根据经验以及居住地变迁居民人数的原通勤距离

分布将其按照 2011 年通勤距离小于 1 000m、

1 000~2 000m、2 000~5 000m、5 000~10 000m、

10 000~20 000m 以及大于 20 000m 分成 6 类 。

2011年不同通勤距离的居民在居住地发生变迁

后的通勤变化特征可以从平均通勤距离变化、通勤

距离缩短人数占比等指标来进行分析。

3. 1. 1 平均通勤距离变化

分别计算各分类居民居住地变迁前后的平均通

勤距离以及平均通勤距离的变化值，结果如图 3所
示，图中数据反映出居住地变迁后居民平均通勤距

离的变化值随着11年通勤距离的增大而不断减小。

原来近距离通勤居民在居住地变迁后通勤距离有所

增加，但增加值不超过2 500m，反映近距离通勤居民

依旧偏向于在就业地一定距离范围内居住。而原来

中远距离通勤居民在居住地变迁后的平均通勤距离

减小幅度随着原通勤距离的增大而不断变大，表明

单从平均通勤距离角度来说，原通勤距离越长的居

民居住地变迁后通勤行为改善的程度越好，换句话

说就是原来通勤距离越长的居民进行居住地变迁后

通勤“自平衡”的特征更加明显。

3. 1. 2 通勤距离缩短人数占比

居住地变迁后通勤距离减小的居民人数占比能

够反映出该类居民对于改善自身通勤关系的意愿强

弱，分别计算11年各通勤距离区段居民迁居后通勤

距离减小人数占各分类人数的比重，结果显示（图4）
原通勤距离越大，平均通勤距离减小的人数占比越

高，11年近距离通勤居民的通勤减小比例明显较低，

原因在于其原有通勤距离已经达到一个低值，减小

通勤可能不是其中多数居民进行居住地变迁的首要

目的。而11年通勤距离越长的居民群体，他们进行

居住地变迁以改善通勤状况、减小通勤距离的意愿

越强烈，可以认为这是通勤状况不理想的居民自我

寻求改善通勤关系的趋势。

结合以上几个通勤变化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

原通勤距离的长短与居民居住地变迁后的通勤变化

特征有较强的联系性，单从所分析的几个指标来看，

原通勤距离越长的居民其在进行居住地变迁时，改

善通勤、缩短通勤距离在众多的迁居因素中影响程

表1 居住地变迁居民2011年和2014年过剩通勤率

Tab.1 The residents 'over-commuting rate of
residential change in 2011 and 2014

年份

2011
2014

理论最小平均
通勤距离/ m
1 080
1 134

实际平均通勤
距离/ m
3 228
3 255

过剩通勤率/ %

66. 5
65. 2

表2 就业地变迁居民2011年和2014年的过剩通勤率

Tab.2 The residents 'over-commuting rate of
employment change in 2011 and 2014

年份

2011
2014

理论最小通勤
距离/ m
1 180
1 345

实际通勤距离/
m
3 992
3 825

过剩通勤率/ %

70. 4
64. 8

图3 2011年不同通勤距离迁居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变化图

Fig.3 The change of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of residents who residential change with
different commuting distances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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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自我寻求通勤改善的趋势，即通勤“自平衡”

的特征也越明显。

3. 2 就业变迁居民

参照居住变迁居民的分类分析方法，结果如下。

3. 2. 1 平均通勤距离变化

计算 2011年不同通勤距离分类的就业地变迁

居民的2011年以及2014年的平均通勤距离，并得出

变迁前后的平均通勤距离变化值，结果如图5所示。

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就业变迁居民 2014
年的平均通勤距离基本随着 2011年的通勤距离的

增大而增大，但是各分类之间的2014年平均通勤距

离的差值明显比 2011年各分类之间的平均通勤距

离的差值小，或者说2014年各分类人群的平均通勤

距离差异性更小。其次，从平均通勤距离的变化值

来看，原通勤距离较劲的两类人群依旧偏向于在居

住地一定范围内就业，通勤距离增加值通常不超过

3 000m，特征与短距离通勤的居住变迁居民类似。

其他几类就业地变迁人群的平均通勤距离变化值随

着原通勤距离的增大的减小，原通勤距离越大的就

业变迁居民群体其变迁后平均通勤距离减小的幅度

越大，通勤行为改善的特征更加明显。

3. 2. 2 通勤距离缩短人数占比

另一个反映居民就业地变迁后通勤行为变化特征

的指标就是变迁后通勤距离缩短人数占变迁居民人数

的比重。计算原通勤距离各分类居民群体在就业地变

迁后通勤距离减小的人数占比，结果如图6所示，从图

中可以直观的看到，居民在就业地发生变迁后通勤距

离减小的人数占比随着原通勤距离的增大而增大，说

明原通勤状况越差的居民群体在就业地变迁后有更高

比例的居民人数通勤状况得到改善，可以认为居民原

来的通勤状况越不理想，其追求改善通勤的意愿越强

烈。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变迁的过程中，居民存在着自

我寻求改善通勤的趋势特征。

总体来说，就业地变迁居民的通勤变化特征与

原通勤距离的联系较为密切，从平均通勤距离变化

以及通勤距离缩短人数占比的数值变化来看，原来

通勤状况越不好的居民，在进行就业地变迁时，改善

图4 居住变迁中居民原通勤距离与通勤距离缩短人数占比关系图

Fig.4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commuting distance of residen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mmuting reduction in residential change

图5 2011年不同通勤距离就业地变迁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变化图

Fig.5 The change of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 of residents who employment change with different com⁃
muting distances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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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关系是占据主导的一个影响因素，就业地变迁

居民的通勤“自平衡”特征存在且明显。且与居住地

变迁居民的同等指标比较可以看出，就业地变迁居

民的通勤“自平衡”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可以推测

居民在寻求通勤“自平衡”的过程中，选择就业地变

迁的可能性要比选择居住地变迁的可能性大，或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相较于居住地变迁的多样因素，

居民在进行就业地变迁时，追求通勤的“自平衡”是

其最为主要的原因。

4 典型案例分析

周浦镇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几何中心，有着

大量的居住人口，是上海近郊较为典型的居住区域。

选取 2011年居住在周浦镇且居住地发生变迁

的居民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通勤行为的变化，共识

别出样本920人。

将识别好的居民样本分别根据其 2011年的居

住地与就业地以及 2014年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画出

每个居民 2011年的通勤线和 2014年的通勤线。如

图 7所示，2011年存在较多单一方向的集中远距离

通勤线，就业地分布中心城区以及郊区的松江工业

园、漕河泾开发区等大型就业区，2014年集中的长距

离通勤线大量减少，形成分布在郊区的大量短距离

通勤线，其中松江工业园和漕河泾两处可以看到明

显的大量短距通勤线的集合，说明相当一部分周浦

镇的迁居居民的居住地在朝着就业地迁移，可认为

这是一种多数居民追求通勤关系改善与职住“自平

衡”的过程。

从变迁居民两年居住地、就业地分布图的对比

（图8）中可以发现2011年周浦居住变迁居民的居住

地分布与就业地分布相差较大，就业地分布更加扩

散，而2014年周浦居住变迁居民的居住地分布与就

业地分布显然契合很多，居住地与就业地分布基本

吻合。通过对比可以明显发现 2014年的职住关系

更加平衡，居民居住地向松江新城、漕河泾、张江等

就业地变迁靠近。

空间上解读了周浦居住变迁居民的通勤变化特

图6 就业变迁中居民原通勤距离与通勤距离缩短人数占比关系图

Fig.6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commuting distance of residen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mmuting reduction in employment change

图7 周浦镇居住变迁居民2011年和2014年通勤线（注：连线表示通勤关系）

Fig.7 The commuter lines of residents who employment change in Zhoupu town in 2011 and 2014 (Note: The
commuter lines means commuting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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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从通勤数据变化来看（表 3），周浦居住变迁居民

在居住地发生变化后平均通勤距离大幅度减小，近

距离通勤占比大幅度提高，通勤距离缩短人数占比

也较高，说明大部分居民在迁居后通勤空间大幅缩

小，而工作地变化占比相较于平均水平来说偏低，说

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居住地向就业地迁移。

通勤数据所反映的变化基本与前面通勤线变化以及

居住地就业地分布变化的结论相匹配。

因此对于周浦镇这个案例来说，由于周浦镇自

身的区位以及租金、交通、居住容量等因素的影响，

有较多的居住通勤人群，同时因为受到中心城、郊区

大型就业中心（松江工业园、漕河泾开发区等）等具

备较强吸引力的就业区的影响，存在大量集中的远

距通勤人群，造成通勤成本的增加以及职住关系的

恶化，而随着郊区用地混合度的提升以及大型就业

中心周边配套设施的建设，诸多远距离通勤居民选

择将居住地向就业地所在位置变迁，这就是典型的

居住变迁居民通勤“自平衡”特征的表现，同时居民

在居住地变迁过程中想多个就业中心集聚也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出上海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 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讨论了变迁居民的通勤“自平衡”

特征，首先从整体上论证了居民在居住地、就业地发

图8 周浦镇居住变迁居民2011、2014居住地与就业地分布

Fig.8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residence and employment of residents who employment change in Zhoupu
town in 2011 and 2014

表3 周浦居住变迁居民各项通勤数据变化

Tab.3 The change of commuting data of residents
who employment change in Zhoupu Town

平均通勤距离/ m

2011

8 450

2014

3 027

变化

-5
423

近距通勤占比/ %

2011

57. 61

2014

81. 96

变化

24. 35

通勤距离缩短
人数占比/ %

73. 83

工作地变
化占
比/ %

7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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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迁后其通勤关系存在着以通勤距离缩短为主要

表现的自我改善特征，然后基于多个角度对就业地

变迁居民的通勤“自平衡”特征与原通勤距离的关系

做出进一步解读，很好地总结了居住地、就业地变迁

与居民通勤行为变化之间的联系和规律。

通过对居住地以及就业地变迁居民的整体通勤

特征变化以及职住关系的改变分析发现，居民在居

住地变迁后整体平均通勤距离微增，过剩通勤率减

小，可以认为居住地变迁后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通

勤行为得到了改善。而居民在就业地变迁后平均通

勤距离整体性减小，过剩通勤率明显减小，可以认为

就业地变迁对于居民的通勤行为以及职住关系有着

较为良好的改善作用。因此可以说明居民在进行居

住地以及就业地变迁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自我改善通勤关系和实现职住平衡的趋势，即变迁

居民的通勤“自平衡”特征是存在的。

而进一步分析原通勤距离与通勤变化的关系发

现，居住地变迁居民与就业地变迁居民表现出相似

的特征，原通勤距离越长的居民，在变迁后平均通勤

距离减小幅度随着原通勤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增大，

同时通勤距离减小人数占比也随之不断增加。可以

认为原来通勤状况越不好的居民其通过居住地、就

业地变迁以改善自身通勤关系的现象越明显。

通过对比居住地变迁居民以及就业地变迁居民两

类人群的相关指标可以发现，居民在进行就业地变迁

时其通勤“自平衡”特征要比居住地变迁时更加显著。

最后通过对上海一个典型区域的案例分析，可

以更加直观地反映职住关系越不平衡、居住或者就

业属性越显著的地域，其中居住地或就业地发生变

迁的居民所表现出来的通勤“自平衡”特征越显著，

也从另一方面给予城市规划以启发，对于城市的典

型居住地以及就业地，通过分析居民变迁的“自平

衡”现象，能够对调整职住空间布局以促进局部职住

关系的平衡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5. 2 反思与展望

本文利用手机信令数据通过跟踪分析居住地、

就业地变迁居民的通勤“自平衡”特征，虽然在数据

的运用以及分析方法上有不错的创新。但在研究的

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数据自身的局限性与缺陷。手机信令数据并非

是一种全样本全属性的数据，只能认为是一种更大

比例的抽样，而这种抽样会对后续的分析结果产生

一定影响；（2）数据的时空精度有限。手机信令数据

的空间地理位置其实是基站的位置，不可避免的会

有空间偏差，且由于数据产生的随机性，对用户活动

行为时间的计算研究也可能会与实际有较大的偏

差。（3）研究方法的不足。首先，两个年份手机信令

数据的追踪会有一定程度用户的损失；其次由于数

据的时间属性在计算通勤时间方面产生误差的可能

性较大，所以分析指标的选取有局限性；最后，研究

结果的解读以及一些识别分类方法具有较强的主观

性与经验主义。

众多数据源的开发探索使得研究未来可以在诸

多方面得到优化。例如 5G技术带来的数据源的不

断优化以及多元数据的不断融合，会使得研究的基

础更为扎实可靠；而随着数据分析技术的不断开发

与完善，多指标混合计算、机器学习等研究方法的应

用会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生动准确。在城市规划应用

方面，有更加准确的规划分析结果后，充分了解变迁

居民的通勤“自平衡”行为特征能够对实施城市规划

现状居住与就业用地的评估提供一个新的行为学角

度，同时为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中就业与居住空间的

布局优化提供新的佐证与依据，改变目前就空间论

空间的困局，更加合理地制定城市职住平衡的政策

与措施，实现以人为本的规划。在研究拓展方面，对

于上海这种经济人口高度集聚发展的城市空间来

说，在特定阶段有可能居民的“自平衡”不足以抵消

“新的不平衡”的产生，进一步去探究人群通勤行为

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关系是可以持续深化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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